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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江村经济》伊始，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
的中国命运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希望以“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将费先生对历时态全
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纳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解释。论文具体分
析了如下五重历时态: ( 1) 1911［1840］—1949，两半社会( 半封建半殖民地) 和中国的早期现
代化，对应的是费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 ( 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为代表) ; ( 2 )
1949—1978，历时 30 年的制度性隔离(以及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多重结构性牺
牲［structural sacrifices］) ，对应的是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取消的学科命运和当时代
重要社会实践的历史演进; ( 3) 1979—2008，改革开放和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应的
是费先生提出的发展模式论(其主要理论要素为内生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 ( 4) 文化自觉作为
消减中国悖论(经济上的融入与政治上的怀疑) 的一个理论范式，对应的是费先生在文化欣赏
与文化接纳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性崛起的国际公共关系策略的战略思考; ( 5) 从
文化自觉到制度重构，对应的是延续费先生的这一战略思考，如何在后费孝通时代继续推进
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以便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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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从村庄生计到文化自觉

近年来我写的纪念费先生的文章，主要是
沿着江村调查所开启的村庄生计研究的脉络，
所做的一系列回顾、总结和展望［1］［2］［3］。《江
村经济》一书的核心主题之一，是在论述 20 世

纪 30年代中国东部富庶地区的乡村经济在遭受
当时全球化压力之下的本土社会回应［4］。20 世
纪 40年代云南三村调查，实际上包含两重深刻
的期望:一个是方法论上的，也即费先生所说的
社区比较分析方法，寻找在经济发展链条上与江
村处于不同位置的基层社区作为个案，试图从理
论上论证，在外部全球化力量冲击下，地方工商

94



业发展和商品化的程度，经由地权集中度的中
介，最终解释了乡土社会中农户经济破产的水
平［5］。这两重期望合在一起，实际上表露出来
的，是一个通则性理论的建构企图。1957 年的
二访江村，实际上是费先生对新型经济制度下相
对萎缩了的农户生计模式的一次诊断［6］;但这一
诊断背后的理论立场，却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相
对立; 在当年反右运动中因此受到冲击，标志着
他社会学职业生涯的重大中断。

恢复社会学之后，沿着生计这个核心议题，
费先生又提出了解释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镇企
业崛起的模式论，以及视野更为宏大的区域发
展理论［7］。受费先生这一长期学术关注点的
启发和引导，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本人对
中国乡土社会的生计模式变迁，一直保持着切
近的观察:如 1992 年春季的天津静海县乡镇的
非农化转型研究、1996 年初在苏浙两省环太湖
地区关于乡镇经济依托本土优势的多元化发展
模式的调研、1996 年夏天对浙江东部地区和湖
北中部地区城镇化模式的调研［8］、1997—1999
年对山东济南郊区产业格局变迁的调研［9］、
1999—2000 年对河北白洋淀湖区外来工业迁
移引进的调研、2006 年对宁夏石嘴山回族社区
的规模农业规划的田野调查、2007—2009 年对
北京郊区城中村房屋出租经济的田野调
查［10］［11］［12］［13］，以及 2015 年在腾讯基金会支持
下，与同事一起对贵州侗族社区围绕文化旅游
议题的创业努力做了持续观察，等等。

这一持续观察让我日益体会到，自 20 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环
境性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1994 年分税制
引发的财政体制改革对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影
响;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的基层政区“撤扩
并”对基层行政资源分配格局的影响;取消农业
税政策对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影响;以及林权
制度改革和确权对农户经济理性的持续影响，等
等。进入 21世纪，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互联网
技术商业应用潜力的扩散( 尤其以淘宝村在全
国范围内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 等等，又为乡村
社会的生计模式探讨提供了新的元素［3］。

文化自觉则是费先生学术生命的后半段着
力投入关注的议题。对于费先生来说，生计研

究，主要关心的是“怎么富裕起来的问题”，而
文化自觉，解决的则是“富裕起来以后怎么办
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社区中找到中国位置
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费先生一生的学术关注
点，都是在为中华民族何以安身立命找到一条
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因此，我就找了这么一个
框架，叫做民族复兴的社会学，通过把费先生的
生平，跟中华民族自 1840 年以来的将近 180 年
的历史结合起来，以一个学者的生平来透视这
一段历史性进程。

二、个人生命史和民族生命史的契合

我首先想要表达的，就是费先生个人生命史
和民族生命史的契合。从时间角度看，这是一个
蛮有意思的视角。费先生的生命史，从 1910—
2005年，无论对于民族和国家，还是对于其个人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时段。具体来说，
费先生在自己的生命起点，就直面了宏大的社会
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巨变:鸦片战争以来的
中国屈辱史在甲午战败和辛丑条约签订时达到
顶点，同时也意味着洋务运动( 同光中兴) ) 等早
期回应的战略失败。1905 年前后，我们看到了
各种各样的改良努力，包括君主立宪考察、尝试
设立各省谘议局等。其中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
的，便是教育领域的巨大变迁( 取消科举制度、
新式学堂和留洋) 、海外华人社区的财政支持
和民权观念的兴起，与当时青年激进化 ( 革命
化) 之间的制度性关联［14］［15］［16］。从费先生自
己的生平来看，他的童年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
的文化选择，包括上新学还是上旧学，皈依新文
体还是旧文体，进入新机构( 如新式学堂) 还是
旧机构，等等［17］。

在费先生的青春期和职业养成初期，他面
临的便是北伐、政局一统和中国社会的早期现
代化:首先，他依次身处的高等教育场所( 包括
东吴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本身就是体
现早期现代性的典型社会场域( 比如当时的研
究生教育体系，就是跟世界交流之后引进来的
一个新体系) 。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吴
文藻、帕克和史禄国等人对他的学术影响。其
次，费先生的大瑶山调查，就是在史禄国教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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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下，结合了当时的广西省政府对于行政辖
区内少数民族民情调查的需要( 简称边政) 而
产生的［18］。从费先生当时所写的《桂行通
讯》［19］的点滴中，可以看出这一调查本身就是
民国政治中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瑶山调
查因为意外事故和爱妻的殒命而不得不中断，
而这又给了费先生与早期现代性的另一次亲密
接触的机会:他所选择的疗伤之处，远在故乡太
湖流域的开弦弓村 ( 后来改学名为江村) 及其
生丝运销合作社，恰恰是早期全球化压力与中
国本土社会回应之间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

到了费先生职业养成和学者身份建立的时
候，也有一系列线索让我们重新认识: 首先，就
是英伦求学经历和他最终选定研究自己所在复
杂社会这样一个人类学范式转型的事实。尽管
当时英国传统人类学面临转型压力，但费先生
本人因为留学这一跨文化交流经历，也许对这
一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1939 年获得博士学
位之后，费先生毅然踏上了回国参加抗战的道
路，经过越南到达昆明，到云南大学和其恩师吴
文藻会合，直接领导了呈贡魁阁团队的建立，并
推进了一系列专门调研议题，如云南三村研究、
劳工和工厂研究、基层行政和政权研究，以及边
境集市研究等［20］。20 世纪 40 年代的旅美经
历，是费先生个人的再次跨文化交流经验［21］。
这个阶段的另一个重要事实，便是他为了生计
而成为专栏作家，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家，是他
作为独立思想者的养成，再往后就是他“民主
教授”身份的获得。

新中国成立以后，可以说，费先生个人的命
运、学科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已经紧密勾连在
了一起。费先生曾在国务院专家局工作过。专
家局的设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安排中，是作
为沟通党和知识分子媒介的作用的。1952 年
学科调整以后，社会学作为学科被取消，学科所
属的专业方向全面收缩，费先生参与的民族识
别工作和民族政策研究，多少还算专业性工作。
伴随着“双百”运动的开展和反右扩大化，最终
结局便是一代社会学人学术活动的中断和知识
资源的荒废。从学科视角来看，也许是很糟糕
很负面的，但这一阶段其实是奠定当代中国之
结构性命运的一个起点。从 1950 年朝鲜战争

爆发开始，国家其实就已经陷入了决定命运的
一个结构性路径依赖，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余地。
深思熟虑之后，中国决定派兵入朝参战，战争动
员和战争准备，苏式国防工业生产线的引入，实
际上也就是苏联重工业化模式的引入，中国农
民很快就变成了工人。还从苏联邀请了大量专
家，因为搞计划经济是一个新东西，需要学习和
引入苏联的经济管理模式。因此，朝鲜战争的
爆发，事实上改变了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中讨
论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而迅速地转移到苏
联的重工业模式和计划经济的道路中去。因
此，可以合理地去做理论上猜想的便是，紧接着
的农业集体化，甚至“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是
否都与这样一个结构性路径依赖有关。这一
点，可能是再回顾看过去 60 年的时候，我们希
望能够慢慢被认识到的一个视角。

接下来就是拨乱反正、“社会学要补课”和
行行重行行。费先生自己说只有 10 块钱 ( 意
思是还有大概 10 年时间用于恢复和发展社会
学) ，但是我们最终看到他用完了 25 块钱。
1984 年发表《小城镇 大问题》，直接指向基层
社区发展萎缩这一症状: 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
后，集镇人口没有大增长，经济规模也迟滞不
前［22］。因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
中期，费先生学术工作的主轴，便是对当时出现
的多样化发展模式的总结，从早年的社区类型
比较，扩展到了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总结和
归纳: 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
再到边区开发、浦东开发，等等。在这一建立在
各地发展实际的理论提升工作中，其实有一个
要重点指出来的，就是发展要素论。除了前面
总结出来的几个大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之
外，费先生后期在各地不断发掘出来的小型模
式( 如民权模式) ，都符合发展要素论的特点:
其中的一个主要叙述框架，叫“公司 +农户”，
这个叙事模式，在我来看，实际上就是集中的资
本、知识和技术标准，与分散的劳动力、小型的
原始积累之间建立在经济优势互补和市场风险
互担基础之上的一个结合。

然后就到了世纪之交，我们看到一个老人
文化反思的历程。其实我认为有一篇文献———
《孔林片思》［23］———是最早展示费先生文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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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头的。我个人认为，大约在 1997 年之前，
费先生其实已经在经历一个从发展论过渡到文
化论的转型。他的问题非常简单，“富裕之后
怎么办?”。因此，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文化世
界、精神世界和信仰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状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问题提上
了日程。背后是什么? 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国际
政治事件: 从费先生的行文当中可以看到，苏联
的解体、海湾战争、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对
于这些巨变，我们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立场，
扮演什么样的政治角色，便成了一个引领风气
的学者心目中根本性的学术追问。

至此，我们可以说，费先生的个人学术史本
身就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发展和延续的一个整
体，先做生计和发展的学术，再到文化反思和文
化自觉，最后是在文化沟通、文化欣赏和文化共
处。这里面涉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逻辑形象
的问题，中国发展模式正当性的问题，以及美美
与共大局观所隐含的全球和谐相处的问题，这
一些都是大家能看到的。

三、生存主义现代性 /自我拯救的现代性
和历时态全球化

我尝试提出一个类似“时间总体性”( time-
totality) 的概念，用以指称 1840 年以来中国国家
( 或中华民族) 所经历的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的
整个时空历程。其实之前已经有韩国首尔大学
的社会学家张庆燮，提出一个概念叫“压缩现代
性( compressed modernity) ”［24］。那么针对中国
国家救亡和民族复兴的这个文化特定性或文化
嵌入性，我们能不能用其他概念来界定呢? 我现
在尝试提出两个定义，一个叫生存主义的现代性
( survivalist modernity) ，一个叫自我拯救的现代
性( self-salvationist modernity) 。其中第一个概念
来自 2017年 11月份，在北大社会学系召开的第
五届中韩社会学论坛上，我和韩国首尔大学另一
位社会学家金洪中教授的私下讨论:他把韩国现
代民族国家成长和上升的历史轨迹，用生存主义
现代性来加以概括，用于刻画大韩民族在长期遭
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遭遇下，不屈不挠发展成为
中等发达国家的整个历程。第二个概念则是我

本人对 1840年以来将近 180 年间的中国现代性
成长过程的概括［25］。

历时态全球化的界定。在本文中，历时态全
球化指的就是过去 180 年里，中国“生存主义现
代性”或“自我拯救的现代性”所展开的一系列
历史性结构背景，主要涉及西方工业化进程的历
时演进及其相伴随的社会文化表征体系的全球
扩张，以及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制度化回应。前者
至少包括了如下五个层面: ( 1) 理性、效率、最大
化、科学主义等意识形态的神圣化; ( 2) 西方教
育体制、科学体制和经济组织模式的全球扩张;
( 3) 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金融市场和全球
评级机构等经济统治模式的全球霸权; ( 4) 消费
主义的兴起和消费文化符号的全球认知架构和
认知扩散; ( 5) 冷战、军备竞赛、意识形态竞争和
国际关系领域的流动性结盟。

仅以流动性结盟这个趋势来看，过去几十
年间，中、美、苏 ( 俄) 三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关
系，实际上构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结
构性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分
化成以美欧和苏联集团为代表的两大冷战集
团。如果说 1945—1949 年的中国内战和 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中国被直接归入苏联
集团的话，那么 1960 年的中苏交恶则使得中国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美苏两霸直接对峙的国
家。1972 年尼克松访华，中国和美欧的关系解
冻;中国开始和西方世界发展起日益紧密的经
贸关系。1979 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为中国和
西方阵营奠定了 10 年蜜月期的基础，直至
1991 年的苏东剧变。较为新近的态势是，随着
2018 年 4 月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中
俄接近的战略格局日益明了。

四、五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
和费孝通的学术回应

接下来，本文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去看，针
对我们识别出来的过去 180 年间的五重历时态
“全球化—现代性”，费先生是如何以自己的学
术生命来做出回应的。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分
析，奠定我们把费先生的社会学称作“关于民
族复兴的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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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11
［1840］—1949

第一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所嵌入的
社会特定性( societal specificity) ，包括四个前后
接续的亚时态，分别是: ( 1)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
系列战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成为一个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两半社会; ( 2) 中国的早期现代
化努力( 洋务运动) ; (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
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 ( 4) 1928 年政局一统之后
的白区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生存主义现
代性 /自我拯救现代性的实质表现，包括了一系
列的社会实验和探索:同光中兴、甲午海战失败、
辛亥革命、北伐、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并引导中国
革命、白区的官僚资本主义化、币制改革和金融
危机、解放区 /边区的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和大生
产运动［合作化运动］等等。

费先生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学术回应主线包
括两条:一条是以《江村经济》和《云南三村》这
两篇名作，对全球资本主义侵袭下中国本土手
工业体系瓦解和乡村生计体系破产的进程做出
了机制的解释和历史的记录，并且由此提出了
以工农相辅作为应对这一危机的社会解药。另
一条则是诸如《生育制度》［26］、《乡土中国》［27］

之类的理论建构，试图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的视
角，结合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体认，试图对中国
社会形态和制度实践做出理论解释。

第二重:30年的社会经济实验，1949—1979
我们识别出来的第二重历时态“全球化—

现代性”，是 1949 年以来历时 30 年的多项社会
经济实验，包括: ( 1) 1952 年朝鲜战争以来突然
推进的重工业化进程( 它改变了原定的新民主
主义社会改造的历史进程) 和由五年经济计划
所推进的计划经济模式; ( 2) 农村地区 1957 年
开始推进的集体化和人民公社这一相互接续的
庞大社会实验; ( 3 ) 1960 年代与苏联关系的恶
化使得中国同时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 三线建
设、两弹工程; ( 4) 1970 年代末的经济困境推动
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进程。

费先生这个时期的学术生涯，由于院系和
学科调整等制度性原因，早期是投入民族识别
工作以体现应用社会科学的价值; 中期则是典
型的学术剥夺，末期则是在政治氛围逐渐转好

等待学术生命的重启。看起来这似乎是令人扼
腕的空白。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一时期的社会
主义实践以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略的实施，
奠定了中国生存主义—自我拯救现代性的一个
独特结构性特征: 制度独立( 或制度隔离) 。到
现在，我们在国防工业领域仍然得益于制度隔
离( 如武器禁运和高技术转让的禁止) 而导致
的自力更生的国防体系的全方位建设。包括北
斗通讯体系、量子通信技术、无人机技术的领先
和战略导弹的体系化，都是极好的例子。联想
到近期美国所发起的贸易战试图对中国新兴高
技术产业实施战略狙击，也许最后的结局又是
另一个制度隔离前提下推动的制度独立和自主
创新的事实。

第三重: 1979—1999［最长延续至 2008］
第三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的主体

时间历程是在 1979 年到 1999 年，但其潜在影
响一直延续到 2008 年:这一阶段的国家实践包
括: ( 1) 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和经济特区建设;
( 2) 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1994 年分税制］;
( 3) 产权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
［可视为非典型趋同全球化的一个特殊案例］;
( 4) 中国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关贸总协
定到 WTO 谈判］和文化体系［举办奥运会］。
从现在的回顾来看，这 20 年( 或 30 年) 的重要
事实，便是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概念作为中
国现代国家政体合理化进程的主旨这样一个根
本意图，也是目前我们讨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一议题的一个重要行政和政治基础。

费先生这一时期的学术回应，主要是以发
展模式论为最显著的学术成果，其中: ( 1 ) 苏南
模式:集体产权制度优势的延续; ( 2 ) 温州模
式: 个体经济行动者动机的促发和理性化; ( 3 )
珠三角模式: 国际市场要素分工和中国被整合
进国际商品链条［commodity chain］之中; ( 4) 区
域开发论:区域经济要素的合理化和互相配合，
结合国家政策的支持，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四重: 1999［最早追溯至 1989］—2005
第四重历时态“全球化—现代性”其实就

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
危局，以及由此促发的费先生对于中国如何在
国际关系格局中自处的问题。因此，费先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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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时期的主要学术回应便是: 假如中国社会的
经济崛起是无可阻挡的，那么我们的后续危机
和挑战将会出现在哪里?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
出，就是他从发展模式论过渡到文化自觉论的
开端。发表于 1989 年的《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
的人》［28］、1997 年的《反思·对话·文化自
觉》［29］、2000 年的《文化自觉 和而不同》［30］，以
及 2004 年的《“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31］，这
一系列著作的意图，实际上就是在为解决中国
人、中国社会和全球社会如何相处开药方。与
此同时，我对这一系列作品的解读，还包括以下
两点:首先，要在文化欣赏与文化接纳这两个概
念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性崛起的国际公共
关系策略做战略思考; 其次，这一重历时态“全
球化—现代性”和费先生学术工作的主要联
结，表现为文化自觉作为消减中国悖论［经济
上的融入与政治上的怀疑］的一个理论范式，
具有道德上的高尚性。

第五重: 2005—现在—切近的将来［near
future］

第五重历时态就是 2005 年以后到现在，再
到切近的将来，针对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国
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格局中，继续发扬费先生的
学术传统、学术思考和学术资源，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斯人已逝，但他的学术
力量和学术光辉仍然辉照四方。可以概括出来
的努力方向之一，便是如何将文化自觉的战略
空间推进到制度重构的领域，也即从国家战略
的角度出发去探讨，如何延续费先生的战略思
考，在后费孝通时代继续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秩
序重构，以便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五、结 语

把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并置，用于说明社会学科的
学术价值和学术理念，可以与一个文明体的自
我图强和自我拯救的历史轨迹交相呼应。从总
体上来看，制度隔绝［institutional segregation］和
结构性牺牲［structural sacrifices］是理解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两个至关重要的理论概念，而以
“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全球共赢治理结构的制

度重构，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在
这一语境下，费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和
美美与共 16 字箴言，为这一制度化手段的具体
化和操作化，提供了战略意义上的理论指导。
其中有三个理论要素值得特别关注: ( 1 ) 制度
独立性 /制度隔离 +结构性牺牲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社会学解释的内生理论要素; ( 2 ) 制
度自信 +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重构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社会学解释的外生理论要素( “一带
一路”作为替代性全球经济秩序的道德意涵，
以及人民币地位的提升与美元霸权的衰减，便
是这个理论层次的实践演进) ; ( 3) 文化自觉 +
跨文化理解和交流 +文化接纳 /文化欣赏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战略。文化软实力概念
下推进的孔子学院计划，虽然效果还有待评估，
但无疑是这一文化战略下的一个操作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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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Village Livelihood to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Fei Hsiao-Tung

and the Sociology of“National Ｒejuvenation”
LIU Ne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writing Peasant Life in China，a prominent feature of Fei Hsiao-Tung's academic
thoughts has been his concern and reflection on China's destiny in the process of diachronic globaliz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use the concept of“national rejuvenation”as an entry point and incorporate Mr． Fei's concern about the destiny of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diachronic globalization into a specific temporal-spatial sociologic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ation． The article
specifically analyzes the following five historical phases: 1) 1911［1840］—1949，the semi-feudal and semi-colonial stage and
early modernization in China，corresponding to Mr． Fei's early studies on village livelihood( represented by his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and three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 2) 1949—1978，a stage of institutional isolation
lasting 30 years (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structural sacrifices that underpin the contemporary“Chinese national rejuve-
n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fate of sociology as a bourgeois subject that was cancelled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important social practice of the time; 3) 1979—2008，the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ina's re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corresponding to the development model theory proposed by Mr． Fei( the main theoretical element is
the diversity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s) ; 4)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s a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reduction of
Chinese paradox(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skepticism) ，corresponding to Mr． Fei's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strategy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public relations for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ity based on the two concepts of cultural appreciation
and cultural acceptance; 5) from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o system reconstruction，corresponding to the continuation of Mr．
Fei's strategic thinking，namely how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in the
post-Fei Hsiao-Tung era in order to truly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village livelihood; cultural awareness; Fei Hsiao-Tung; diachronic globalization; structural sacrifice;
institutional is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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